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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的基本主张，最初是由约翰·迈耶(John Meyer)，布莱恩·

罗恩(Brian Rowan)，W.理查德·斯科特(W. Richard Scott)，林恩·朱克尔(Lynne 

Zucker)等人在1970年代提出提出来的。这是一种相对独特的分析视角，认为组织的正

式结构不仅受技术要求以及资源依赖的影响，还要受更广泛的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些环

境因素包括理性神话、通过教育系统而得以合法化的知识，以及专业、公众意见、法律

等等。其核心思想——组织乃是深深地嵌植于社会与政治环境之中的——表明，组织的

结构与实践(practices)通常要受到比组织本身更大的社会中所存在的规则、信念和惯

例的影响。 

   本书汇集了编者所认为的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的经典文献，以前从未出版的对经典

文献进行理论拓展的研究论文，以及对该视角具有重要推进作用的经验研究。在美国，

当前属于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这一理论路线的研究十分活跃，也极为重要和不可或

缺，并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组织研究者。本书此前已经被译成西班牙文、意

大利文、法文和俄文出版，现在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本书中文版又即将出版了。我们为

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现在能够读到本书所汇集的论文而感到高兴。这里，我们要感谢

年轻的中国研究人员们，特别是罗·露丝(Rose Luo)，王春雷(Chunlei Wang)和杨灵

(Ling Yang)，他们协助我们校阅了本书部分章节的译稿。在此，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杜

克大学的高柏(Bai Gao)教授联系和安排他们进行翻译和校阅。 

   制度主义的观点强调符号系统、文化脚本和心智模式对于组织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

制度化被界定为组织实践获得规范认可，成为认知的一部分，并逐渐被视为当然而广泛

接受的过程。有几个关键的机制，对制度化过程具有强化作用。迪马乔和鲍威尔在1983

年突出强调了组织结构和实践得以再生产的强制、规范与模仿过程。强制因素包括政治

要求(压力)以及政府强迫，它们对组织进行规制、监视和官僚控制；规范因素源于专业

与高等教育社会化功能的强大影响；模仿则源于很多行动者往往通过模仿同辈(peers)

行为来应对不确定性的倾向。这些彼此不同的因素，会因时因地而形成不同的组合，对

组织与组织场域产生重要的影响。制度分析者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分析和确定在各种

具体的背景中，哪些因素是重要的，以及这些机制在何种程度上强化或削弱了处于支配

地位的社会秩序的。 

   我们非常高兴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可以为中国的研究者运用制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

特别是正在经历巨大而显著变迁的中国社会提供有益的启示。本书收入的由罗杰·费尔

南德(Roger Friedland )和罗伯特·阿尔弗德(Robert R. Alford)所写的那篇论文

(即本书第10章)，是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提出组织之间横向(cross-cutting)的制

度性压力常常是组织变迁的深层根源。组织是由各种不同的制度要素、一些近似规则

(rule-like)、某些规范以及其他根源于组织世界中的专业人员和规制机构所设定的标

准的那些因素构成的。这些不同层次的制度之间，可能相互配合、嵌套、叠加，也可能

因场域中成员的不同而进行不同情况的调整和应用。因此，制度分析认为，当组织环境



 

对组织提出多重的要求或产生多重的影响时，组织就会逐渐设立更多的内部管理层次，

以应对多重的要求和影响，一个场域中的组织成员之间也因此会变得更为不同。这种看

法的确是组织分析最具生命力的洞见之一。 

   本书各章的分析层次主要是组织场域或社会部门(societal sector)。场域概念既

包括了场域成员之间的关系层面，也包括成员之间的文化层面，关注的焦点是由从事共

同活动的彼此关联的组织——包括生产组织、消费组织、监督组织与咨询组织等，它们

都服从于相似的声望和规则要求(压力)——所构成的共同体(community)。随着场域的

出现和形成，场域成为争夺的中心，竞争性的利益集团为了把它们所主张的中心性因素

确立为场域的共同理解而竞争。而随着场域逐渐稳定和结构化，场域成员之间相互的知

悉(mutual awareness)和共同的理解也逐渐形成。这并不是说已经建立的场域内部总

是和谐一致的；相反，正如本书各章所显示的，它们可能是片断化的，包含着多重的制

度影响，同时又受到模糊性的或彼此矛盾的各种要求的影响。但是，稳定的制度场域中

的参与者，至少可以对哪些是它们没有获得一致意见的问题达成共识。 

   我们最初所命名和标定的“新制度主义”，主要以场域层次作为研究焦点，关注的是

在由不同组织构成的共同体中，组织之间的关系结构和行为逻辑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后

来，随着本书的出版而引发的研究，大多集中质疑基于竞争逻辑的解释，并关注场域中

的争夺(contention)和变迁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当前，新制度主义研究中出现了另一

种线路，其研究的焦点从场域层次转到跨民族国家(transnational)层次，探讨各种新

的治理模式是如何在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层次上形成和扩散，并产生全球性的共同标准

和评价规则(evaluative metrics)的。在当前的研究中还存在第三种线路，与制度分

析的其它分支特别是历史的和政治的制度主义以及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进行了持续的对

话。最后，在最近的新制度主义研究中，还存在一种重要的努力，那就是试图直接测量

制度的影响，并同时在组织场域层次与跨民族国家层次上研究竞争性的、多层次的制度

影响。 

   当代中国确实是检验这种制度理论的很好场所，这至少存在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

先，在当代中国城市中，不同的政府机构对于很多部门与活动都具有管辖权，不同政府

机构的职责划分常常模糊不清晰。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就可以断言，

在中国的很多场域中，组织会逐渐设立复杂的结构，以象征性地遵从外部的多重要求，

同时又保护它们自己的核心活动。而那些活跃于国际贸易领域的中国大公司的组织结构

将更是如此，因为它们必须遵从各国政府机构的要求，以及各种国际贸易伙伴彼此大为

不同的期待。因此，中国的情况证实了，制度理论能够准确地预测与这种理论产生环境

即美国十分不同的那些环境中所发生的制度结构变迁。 

   其次，制度理论因为缺少一种关于变迁的理论而一直为人们所诟病；但是如果这一理

论可能证明自己能够成功说明和阐释一个如当代中国发生快速而重大变迁的社会，那么

它就可以成功和有效地驳斥那些批评。因此，关于中国的研究者特别是中国学者可以实

现此目标，为提出一种关于变迁的制度理论做出重要的贡献，使讫今还说不上完整系统

的新制度主义思想获得新的突破。他们也可以证明我们以前提出的“变迁常常根源于各

种制度秩序之间的直接冲突”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的情况是特别有效的，并会取得丰

富的成果，因为在中国，中央控制、民主以及市场的逻辑彼此之间常常存在直接的冲

突。本书朱克尔的论文（即第4章），认为在社会的不同层次上——工作团队、公司、国

家——所发生的制度化过程，可能对各种目的产生交叉性的影响，进而引起紧张并可能

导致变迁。这在中国也同样如此。虽然制度理论断言，创新最初是出于功能的需要，不

过随着创新从源头向外广泛扩散，对创新的采纳越来越不是出于功能的需要；但是，制

度理论还是对作为一种变迁来源的“问题-解决”提供了新的看法。关于变迁的制度理

 



论，还提请人们注意如果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要想成功地生存下去的话，就必须尽快确立

其合法性。在诸如此类的各个方面，制度理论都与一种社会行动理论是一致的。这种社

会行动理论要求人们注意如下一种制度企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的作

用，这种制度企业家把各种制度资源创造性地组合在一起，从而产生新的具有其自身生

命的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中国的研究者也可以从D.埃利诺·温斯特利关于日本19世纪

向西方开放的经典研究(D. Eleanor Westney，1987)中获得一些教益，该研究指出日

本当时只是在表面上模仿西方的模式，而没有创造性地转换这些模式以使之与日本既有

制度秩序和谐配合，这其中确有蹊跷。总之，中国的情况对制度理论提出了令人激动的

挑战，需要我们去证明制度理论在一个快速而系统地变迁的社会之中的价值。 

   而一些学者确实也开始运用制度思想来研究中国的经济转型。W.斯科特(2002)的研

究指出，在中国关于工商业这一核心概念之理解，存在深层的制度差异和矛盾，这对于

分析中国工商企业与经济变迁具有重要的意含。这是一种很有用的看法。道格·戈斯里

(Doug Guthrie，2001)集中研究了制度变迁，并指出了跨国公司(MNC)模式对进入国际

资本市场的中国公司的实践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被改变了的实践又对中国政治文化

产生了影响。约翰•查尔德和蔡舒恒（(John Child & Terence Tsai， 2005)对一个在

中国境内营业的国际化学药品公司与一个中国本地的化学药品公司进行了比较分析，描

述了中国的各种制度因素对该国际公司的环境保护实践的影响，他们提出应把新制度理

论视角与政治学理论视角综合起来。李嘉涛等人（Li Jiatao， Jing Yu Yang & 

Deborah R. Yue，2007)解释了一个全资海外子公司在中国被接受的过程，也是一种由

外国直接投资与公众舆论变革所带来的合法化过程。加里·布鲁顿和戴维·奥斯龙

(Gary D. Bruton & David Ahlstrom，2002)运用制度观点解释了中国风险资本市场

的独特性。陆园与英格玛·毕约克曼(Lu Yuan & Ingmar Bjorkman，1997)对中国本

土的与国际的联合风险投资公司的人力资源实践进行了研究，并比较了这两类公司中影

响采纳人力资源实践的机制之间的差异，发现这些机制或多或少与中国既有规范是一致

的或相容的。刘忠明等人(Lau Chung-Ming，David K. Tse & Zho Nan，2002)直接讨

论了重要的变革问题，发现存在一种制度化的“变革图示(change schema)”，在引导

着中国的企业管理者应对环境中存在的、主张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变革的要求。 

   总之，对于制度理论的探索与发展来说，中国确实是一个最有前景的试验场。我们希

望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能够促进更多的中国学者致力于新制度主义的研究。特别是，我

们希望他们不仅要分析中国文化和社会影响如何中国组织实践的方式，还要分析中国的

实践将如何对整个世界的组织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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